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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   政策網絡理論發展的背景

第1節 公民社會的治理潛能

一、公民社會與公領域

自有人類即有公民社會(civil society)，當人們生活在一起為共同目的與政治社會而相互討論、決定、並共同行為時，就開始有了社會。舉凡政黨、商會、工會、合作社、婦女團體、職業公會、宗教組織、社會團體、俱樂部、以及倡導團體(advocacy networks)皆屬公民社會組織。近年來，非政府組織(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的普遍，尤其是自願性組織的興起，重新引起人們對公民社會的興趣。因為公民能力的增強(citizen empowerment)，不但使公民社會與公領域(public sphere)提供了新思維的探索園地，以及社會革新的機會，而且可以形成反對或支特政府政策的一股社會動力。

J. Habermas 認為公領域是個「溝通資訊與意見的網絡」；溝通的流程在於過濾、綜合不同的意見，公領域是溝通行動中的社會空間(Habermas, 1998: 360-361)。當公眾從事於公民活動，公民社會是充滿活力的，大家在公領域透過對話與言談討論政策問題、規劃政策目標。公領域是由政府、企業與公民社會三個犄角所組成的政策綢絡，其相互依賴與不斷的轉變，促成民主社會的發展，其中任何一部門太強或太弱可能妨礙社會正義、造成經濟不平等與政治動亂。亞洲金融風暴可證明發生金融風暴的國家皆因全球市場與國內治理嚴重失衡所政，政府、企業、與公民社會的關係解釋社會網絡、社會資本、信任、相互調整的效果、以及地方公民的參與。傳統公共行政公領域的定義偏向國家與企業的關係，限制了民主的發展，公民社會才是符合有效治理的多元政治(Bohman and Rehg, 1887)。

二、公民社會與政府統治關係的轉變

公民社會有效治理的要素，在於公民社會政策網絡途徑建立在由下而上(bottom-up)的批判基礎上，提供更為實際的理性規劃模式。這個轉變有下面幾個理由：

(一)在工業化與現代化的過程中，政府往往扮演政策設計與執行的主要角色

急速工業化國家的領導者認為國家應該扮演經濟發展的積極推動者，中央政府制定發展的政策架構，推動投資優先順序，藉由管制控制濫用、浪費，並且操弄主要的企業，政府官僚人員則是動員企業人員與地方社區執行政策的主要行動者，官僚化(bureaucratization)成為工業化、現代化過程中達成理性目標的工具，權力集中與目標設定的過程趨向由上而下(top-down)的觀點分析政策問題，專業化、效率、工具理性的主流公共行政原則掌握到管理的功能，結果公共行政對效率、工具理性與專業化的強調，超越公共性之上，完全忽視執行機構與標的團體的價值與利益，以及公民社會發展的公共行政性質。

公共行政實質的內涵即為公共性，公共行政的所為完全為了改善公共福祉。半個世紀以來，因為社會問題、經濟的發展與國防的需求，西方或是新興工業國家的公共行政功能因而擴張。當大規模官僚組織的角色與權力成長的時候，官僚體系之外的公民與公民組織，被視為治理社會與發展經濟的障礙，進而排除公民(尤其非政府組織)於公共性之外，也否定建構社會實體的公民能力。公共行政的工具與理性取向經常產生反功能的未預期結果，大部分與未能了解複雜的社會現象有關。事實上，公共性乃由人民、團體與組織的網絡所組成，他們之間互動的動態是不可預測的、不斷變遷的，許多社會問題的解決是行政官員、公民、企業組織以及公民團體共同努力的結果。近年來，亞洲工業化國家已經注意到發展公民能力的需要，例如一九九八年日本政府通過一項法律承認數百個非營利組織的法律地位，韓國最近也通過法律作為政府支持非政府組織的準繩。

(二) 公民社會運動者不信任政府與私企業能力與動機，認為兩者皆以同樣的方式在利用人民。

多元政治既無法去除經濟資源的重要性，亦無法排除企業團體的優勢。Truman(1951)與Lindblom(1977)都相信企業構成了公共政策制定競爭體系的重要部分，企業在公共政策制定過程上扮演獨一無二的強勢角色。企業經營者建構人們的生活方式，即使企業經營者並未運用選舉或政治活動影響政府，企管與政府官員間的特殊溝通管道，使其進行游說時較其他公民來得容易。企業的政治優勢有三，第一，沒有任何利益團體能像企業有足夠自由運用的政策議題經費。第二，企業組織本身作為利益組織來運作，早已成為民主社會的常態，這是獲得接近政府途徑的有效管道。第三，企業容易接近民選政府官員，企業與政府官員有例行性、經常性的討論，常被要求提供資訊及建議，既然己有諮詢的安排，溝通的大門自然為其敞開(Lindblom and Woodhouse, 1993：chapter 8)。

同時，多元理論也認為政府結構的安排鮮少是中立，政府的遊戲規則常常阻礙某些團體的努力而獨厚其他團體。公民社會論者相信當草根的社會與自願性組織成員能力增強，而以自我信賴的集合行動解決他們自己的問題時，公領域的政策網絡就成為無數社會問題討論與解決的競賽場。

(三) 公共行政解決複雜社會問題的效率低落

1、政府愈是介入公共政策以及社會管制，官僚組織就愈缺少效率，愈不能反應公民與社會的需要。

自一九五Ｏ年代公共政策興起到一九七○年代政策科學起飛期，福利經濟學派的社會決策觀點左右了西方國家政策執行的方式。福利經濟學派主張政府扮演改善市場功能的角色，政府應該介入教育、衛生、環保、國宅、交通、社會福利等所有的公共生活。

一九六Ｏ年代與一九七Ｏ年代世界各國相繼擴張公營企業，企業國營化的活動盛極一時。當時，公營企業是許多國家的組織選擇。結果許多國家公營企業的產出和投資金額所佔比例極高，事業涵蓋的範圍相當廣泛，從銀行到航空、礦業、製造公司都有政府商業投資的介入，例如，加拿大因而擁有公營事業國家頭銜，英國擁有民主社會主義國家之稱號，更遑論共產主義的國家。然而幾年之後，大部分這些公營活動經濟績效的低落逐漸顯現，有些國家國營企業經營因為缺少競爭和腐敗，亳無效率，漸漸成為政府的財政包袱，也導致政府橫跨企業角色的幻滅。雖然福利經濟學派提供工具選擇的成本利益、成本效益等技術的嚴格考量，主張根據不同類型的政策評估不同的工具及成本，選擇最有效的克服市場失敗的工具(Weimer and Vining,1989)。其實政府並無多大的選擇，即使是作了最佳的成本利益分析，界定了最有效率與效能的工具，最後實際的選擇是政治性的，矯正市場失敗的工具會遭受到政治壓力而扭曲，技術的分析不過是政策過程中獲利者所運用的另一種政治資源罷了(Weiss,1977)。自從一九八四年英國出售電信公營事業，政府生產的限制性漸為世界各國所體認，八十年代初政府對於私人部門的運用尚屬溫和，近十年到最近五年，民營化的範圍與深度有實質上的擴大，民營化運動已蔚為世界潮流。尤其東歐共產國家的解體，以及拉丁美洲及其他區域的改革，加速民營化的風潮。
2、民主政治的決策制定受利益團體政治很大的影響，資源小的團體影響力很小，弱勢團體等公民尤其不能參與決策訂定過程。

多元理論長久以來解釋國家與社會的關係，多元理論隱含並非所有的團體擁有平等的權力，David Truman(1951:10)認為當政府機構與注意的利益團體(attendant interest groups)，發展了制度化的關係之後，其他的外界團體就很難接近政策過程。團體的影響力，取決於他們擁有的資源，這些資源包括團體的社會地位、凝結力的大小、領導的技巧與組織能力、以及組織的規模、動員的程度、團體合法性的層次。資源小的團體和弱勢團體影響力相對小得多。

多元論者辯護以各種內在與外在的限制可以防止單一或有限的團體壟斷過多的影響力。外在的限制存在於相對權力之中，例如支持墮胎的遊說，會導致於反墮胎遊說的產生，即使沒有出現相對的團體，也有潛在的團體可以制衡。此外，大多數人同時兼具多元社團的成員身分，足以平衡政治系統。內在的平衡存在於政府內部，政府部門雖然可與某個利益國體發展緊密關係，但為了贏得選舉，仍須張開耳朵傾聽其他團體的聲音(Finer 1966:102)。即使某一政府部門罔顧廣大的利益，仍有其他政府部門聽到其他團體的聲音，以資制衡，這就是Wilson(1977)所說的英國政府的多元主義(Whitehall pluralism)，Wilson認為即使像農業政策農業部與農民關係的緊密，非農民的利益仍會透過內閣輿各委員會的討論，充分獲得保障。多元論者認為雖然企業擁有優勢的資源，但是上述的內、外限制可以防止企業支配政治過程。例如Truman相信企業內部凝結力的問題使得企業的政治權力與經濟優勢有顯著的差距(Truman 1951:256)。Dahl在他的New Haven市研究發現裡，提出下列因素限制企業貴族的權力：人數少、彼此意見的不一致、企業的權威侷限於商業政策、以及在其它政策上僅止於邊際性的參與(Dahl 1961:71-6)。多元論者確信權力廣泛分佈於社會，社會的複雜性以及相互依賴性，加上政治系統的開放性，雖然資源的分享不很平等，缺乏金錢資源者，仍擁有投票的決擇權，沒有任何一個團體能支配所有的政治過程。

多元主義的辯護有兩個問題，一為方法論上的問題，一為對企業分析的問題。第一，多元主義假設在民主社會中，權力是廣泛分佈的，各個團體可運用各種資源以影響公共政策，甚至於弱勢團體亦能接近資源。這個假設有兩個方法論上的質疑，其一，將權力的分配視為確定存在的本體(ontological certainty)，換言之，多元論者像馬克思主養者般視權力的分配為現代社會的一部分；其二，多元論者誇大接近的容易性，Jordan 與Richardson(1987)認為政府的諮商活動，使受諮商的部門以及長串被諮商名單者的期望得以被參考，Finer(1966:58)認為利益團體終將獲得聽證。但這個假設否定了許多政策領域，某些團體長期以來無法接近權力的事實，美國消費者長期以來被排除在農業政策制定過程的例子即為明證(Smith 1988)。因為方法論上的問題導致多元論者對所有團體一視同仁，亦即認為團體雖不平等，但相同的擁有各種不同資源，否定了資源的差異建構社會與國家的結構。第二，多元主義途徑的實質問題是將企業當作是一般的利益團體看待，事實上，企業擁有其他團體所沒有的優勢：(a)企業擁有公司等形態的現有組織，不必克服其他利益團體面臨的集合行動問題：如果企業有連合行動的必要時，為數不多的企業樂於享受行動所帶來的利益，因此組織的誘因極高(Olson 1965)。(b)因為企業重要性的經濟角色，企業擁有其他團體所無的資源：企業的行動影響人們的生活以及整體社會經濟的成功，所以企業具有特權地位。政府有賴成功的經濟以維持其生存，所以都會自動接受企業利益。縱然商會擁有經濟源、有組織能力，他們行動時面對的問題比企業多。結果，企業比其他團體具有更多的優勢建立與政府的連結，在現有的遊戲規則內，企業團體更能即刻運作。企業團體是令人佩服的，他們擁有資源可與政府交換，不會要求急遽的變遷或要採取威脅的極端政治行動，使企業能與政府建立更深化、更持久、以及高品質的制度化關係(Lindblom 1977)。這些資源不是靠機會，也不是個人意志力可以達成，而是資本主義社會以及政府結構所成就的。(c)企業遠比其他利益團體擁有更多的財政資源：大型跨國企業能花費鉅資游說、競選、以及作公關，其他時利益團體只能依賴自願捐獻以及會費。(d)企業藉由自有的媒體，比其他利益團體更接近資訊資源。(e)資本主義的國家的意識形態，例如美國，是偏好企業的。

3、今日的世界無論在政治上、社會上、經濟上，愈來愈多元化，人們、社會團體、與組織之間的文化互動愈來愈頻繁。因為分割化(fragmentation)與地方多元社區的成長，政府機構不再成為決策制定中心，公民社會政策網絡儼然成為市場與科層體人系之外的選擇途徑。

網絡社會中，規模擴張與規模縮減兩股力量相激相盪，傳統社群逐漸凋零而為政策社群或議題網絡等政策網絡所取代；另一方面，在全球化的趨勢下，國家或市場都不能不從自身的結構性調整來迎合全球化的過程，地方、區域、與國家整合到全球市場是無法管制的。因為經濟生活與社會及文化鑲崁，經濟活動既不受抽象的普遍法則所限制，亦不受經濟機構所界定，唯有社會的因素，例如社會習慣、規範、價值，以及工資、財產權、匯兌管制等經濟副產品，才是經濟生活的決定因素，再加上資訊與溝通科技因素所構成的時間與空間的鑲崁，構成特殊的區域經濟治理，歐盟即為時間與空間鑲崁的區域治理典型模型。

三、非科層體系與協作的治理

(一)、非科層體系的公民社會治理形態

公民社會與政府統治的關係也由理性規劃模式轉變為為非科層體系與協作關係(collaborative relationship)的治理。由於公領域三部門－政府、企業、與公民社會關係的移轉，傳統科層體系的治理已為參與的治理所取代。傳統的政府、企業、與公民社會關係是一種垂直的治理，政府控制社會上經濟與政治的活動，並維持功能、秩序與權力的平衡。此種形態的治理以正式權威為基礎，即使治理的過程強調參與以及諮商的互動，政策權力主要還是在執行既定合法政策。傳統政治理論將政府視為經濟、政治、管制、組織活動的協調與治理中心，其實低估公民在公領域溝通與文化的影響(Peter,1996；Kooiman, 1993；March and Olsen, 1995；Osborne and Gaebler, 1992)。

當公民社會、網絡、與溝通的結構擴張之後，傳統科層體系的治理概念逐漸轉變，公領域多元互動的過程，漸漸變成更為非科層體系的、平行的、協作的以及言談取向的；當政府與私部門以及非政府組織結合起來一起工作時，行政人員可以鼓舞公民社會的發展與更新，A. Giddens認為可以透過政府與公民社會的夥伴關係、地方與第三部門(third sector)
的參與、社區的犯罪預防與民主政治的家庭，來更新公民社會(Giddens, 1998: 69-98)。

公民社會參與的治理乃指公民與組織因追求共同目的而行動，不管這些行動的協調是正式的或非正式的，治理的概念強調公共、私人，與非營利組織的集合夥伴關係，使公共政策的執行更有效能，以便反映公民與團體多元的價值。治理不同於科層體系或權威性質的政府，治理的概念築基於建構論，認為治理的實體是社會中的公民，尤其是政策問題利害關係人所構成的社會建構(Jun, 2000)。近年來，地方治理的概念甚少提及決定社區利益與政策的政治過程，而是把焦點放在公民與非政府組織上面，強調公民團體與組織分享經驗與關心，建構相互主觀的實體(intersubjective reality)。政府、企業、與公民社會需要彼此依賴，以迎合社會的挑戰，在他們參與對話、言談的思慮過程中，集合行動邁向共同目的公共理性由焉產生(Habermas, 1998)。

(二)、非政府組織的角色

民主社會最重要的目標就是在建構參與的公領域，使公民可以自由自在的溝通價值，以界定公共目的。「公共」並不需要為「國家」的同義詞，國家的政策規劃方式不見得與公民或公民組織相同。公民社會的三角形包括非政府組織、協會、與自願性組織的參與，公民社會的參與提供公共利益的開創性夥伴關係，它可能比政府組織的兼併更有效率與效能。

志願性、參與性、與慈善活動的非政府組織發展的歷史並不久，如何增強公民的能力，使公民不受政府控制、不依賴大企業，負起自我治理的責任，這是一個重要課題。雖然經濟全球化曾經協助過許多國家，但只靠市場動力不足以解決像貧窮、失業、住宅、與流浪漢等社會問題。經濟全球化與市場處理的是財貨與經濟價值的交換，並不能解決倫理價值或社會正義的問題，非政府組織的重要角色即在處理這些問題。在全球化的世界，許多國內問題的源頭產生於國外，因此，非政府組織不僅回應國內政策問題，而且回應全球議題。許多政府因為行政或資源因素不能解決的社會問題，轉由非政府組織接手。今日，非政府組織似乎是個萬靈丹，非政府組織在許多國家也獲得空前的發展，非政府組織意味世界上所有非政府的與非營利的組織，包括西歐所謂的積極活躍於國際的非營利組織；轉型的中歐國家與前蘇聯所稱的慈善與非營利組織；開發中國家所廣稱的參與國家發展的組織；以及美國所稱的草根性、志願性、與社區基礎的組織，

皆為非政府組織的代表。

非政府組織的角色可分為三大類，第一，許多非政府組織鼓勵政府革新，面對挑戰。例如學生、勞工與公民聯盟要求行政改革；第二，非政府組織也常提供服務，例如協助流浪漢、幫助婦女爭取人權、援助難民、老人服務、心理衛生服務等；第三，非政府組織參與發展計劃，例如社區發展、中小企業、與維生環境的發展。自從一九九○年代以來世界銀行(World Bank)、聯合國發展組織(UNDP: 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Program)、歐洲社區(EC :European Community)、石油輸出國組織(OPEC: Organization of Petroleum Exporting Countries)、以及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 Organization of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參與許多國家的經濟、社會發展計劃。非政府組織也關心土地使用、水污染防制、社區計劃等維生環境的議題。

第2節 後現代社會的發展情勢

雖然學者對於後現代社會(postmodern condition)到來的日期看法不是很一致，但大約自一九六○年代左右，後現代社會的形貌己峭然浮現(Bogason,2000：18)。後現代社會與現代性同時存在，但是後現代社會的特徵與現代性有很大的不同，自然而然，後現代社會政治實體有很大的變遷。

一、現代性

現代社會開始於十九世紀工業化時代，完全發展於二十世紀，根據Bogason的描述現代性具有理性化(rationalization)、工業化(industrialization)與官僚化(bureaucratization)的特徵(Bogason,2000：14)。

1、理性化

理性化乃運用科學理論作系統的思考，來了解人及其生存環境。十九世紀歐洲與美國現代社會的發展奠基於十八世紀的文明，當時孟德斯鳩(Montesquieu)、盧梭(Rousseau)、與亞當史密斯(Adam Smith)等哲學家從實體的環境解釋政治社會，這是奠基於科學、理論的事實，掃除殘餘宗教狂熱與迷信。十九世紀理性化的過程逐漸滲透社會的實際，尤其十九世紀的後半段到二十世紀，理性化的原則帶動工業化與官僚化。

2、工業化

工業化意味著有系統的運用機器生產產品，生產線的分工為工業化最大的特色，因為分工的精細，每一工人皆嫻熟的執行專門技術，所以大規模標準化生產成為可能。

3、官僚化

官僚化與工業化為現代化社會實現理性的兩條平行線，工業化為生產的形式，官僚化為服務與管理的方式。正式的法律規章是官僚組織的知識基礎，官樣文章為溝通的工具，專業人員功能分化成部門化單位，工作的流程完全依照標準化的作業程序。結果工作人員的功能逐漸孤立於整體工作過程之外，對於服務功能的內容失去了掌控能力，因此工作的規劃與管理控制系統趨向集中於組織的金字塔頂端。

理性化、工業化、官僚化的現代性具有下列指標：

(1) 專業化(specialization)

專業化是分工過程所固有的特性，分工愈精細，工作的執行愈專業。然而，專業化的過程也產生幾個副作用，第一，個人自主性的降低，生產線工作簡單化，任何人經過短期的在職訓練即可勝任，雖然相對的工作職位的甄選，是以受過高層次教育為條件，即使工作人員受過專業訓練與教育，但工作依然簡單，勞力的專業化使個人缺乏自主性；第二，組織自主性的產生，組織的專業化，例如醫院，需要受過高度專業訓練的醫師執行醫藥專門領域的工作，同此組織專業化使專業人員的自主性增加；第三，組織分化的結果，產生特殊文化。專業化不僅是勞力的分工，而且也是功能的分工，與次級功能的產生。功能分化與單位分化的發展是不同的，單位愈分化產生愈多的科層體系，功能愈分化，產生愈多的特殊文化。

(2) 權力集中化(centralization)

權力集中化是為了掌控專業化的過程，生產線如果沒有管理者指揮工作人員的工作分配、材料的輸入、以及工作程序，則工作無法進行。因此，不難理解勞力專業化的生產線需要命令統一與資訊流動的科層體系。但是對於專業化的組織，權力集中化的邏輯則有問題，專業技術人員並不需要太多的監督，而且一旦自主權受到挑戰，他們仍然可以其精湛的專業技巧反應其自主權。所以在專業化的組織，科層關係限於專業知識以外的事項，例如工時、給付、預算等，以及任務的指派。

(3) 形式化(formalization)

組織的權力愈是集中化，機關組織員工的工作行為愈能在嚴格控制下加以紀錄成為檔案，員工的工作行為與辦理事項無法投機取巧，無法以非正式的方式行為。在社會上，專業化意味所有的交易在可測量的體系下運行，當所有具有工作能力的社會成員變成工作團隊的一份子，朋友間交換服務或家庭主婦照顧幼兒與老年人的影子角色消失了，轉而由幼稚園學校教職員或敬老機構工作人員的角色擔任照顧幼兒與老年人的工作。現代性愈發展，工作愈分化時，個人之間正式的交易數量愈大，幼兒與老年人的照顧變成產品，可以出售，可以依市場的價值交易，因此，S. Crook等後現代主義者稱這種趨勢為共同調整的過程(commodification process) (Crook, Pakulski and Waters, 1992：6-8)。

現代化社會理性化過程的結果在於整合(integration)或凝結一致性(coherence)，專業化僅存在於生產線或專業人員問題解決的過程，專業化的部份相當有限的，無可置疑的，專業化必然導致社會分化，但是社會整體必須整合。現化社會精緻的整合過程，就是權力集中化，組織各部門目標的追求，經由管理的命令統一鎖鍊融合於組織整體的目標，同時，中央政府被視為協調公共與有限的私人活動的工具。形式化的過程使各種活動有資料查考，可確保整合或凝結力的促進。集中化與形式化可以扭轉專業化的過程，例如Durkheim(1965)指出商會(trade unions)在現代專業化社會協調許多活動的重要性，Weber等人(1978)探討官僚組織控制企業與公共組織生產產品與服務的重要角色，Parsons(1953)發展有名的AGIL—適應(adaptation)、目標達成(goal-attainment)、整合 (integration)、與形態維護(latency)的功能理論。

二、後現代社會的情勢

現代社會並沒有消失，仍然支配大部份的人類生活，尤其是那些工作技術較低的人們。但是近年來，後現代社會運動悄然進入人類文明的各個角落，潛在的後現代主義者包括當代年青、聰明、高所得、想要打破規範的教育菁英，他們反對資本主義所建構的官僚政治，批判現代科學技術所帶來的高度成就摧毀人類的主體性，反對理性的思考方式，宣告資本主義文化必將沒落，喚起建立新的文化價值體系，抨擊現代化民主政治的虛偽架構(丘昌泰，2000：13)。後現代主義具叛逆性，反向思考，它是許多西方思潮的混血，包括後邏輯實證論、公共經濟學、批判理論、社會建構理論、現象學、與詮釋學等，非常難以界定其意義，但是如果現代社會的特徵是理性化(rationalization)的整合過程，後現代社會的情勢則是合理化(reasoning)的過程，合理化是一種連結片斷(fragments)的過程，由連結各種不同參與者的言談(discourses)取代現代社會理性整合的方法(Fischer, 1995：236)。由於參與者追求不同的目標，所以不可能有一致性的世界，結果分離化(disaggregation)或分割化(fragmentation)的特性使得理性化的控制成為不可能，至少不是以現代社會的科層體系方式整合。

後現代社會的情勢否定現代性的整合措施，因此沒有官僚組織的特殊設計用以組織產品或服務。Gibbins(1989：15-16)認為後現代社會的形貌反應經濟、社會、與政治各方面的不連續性，包括後工業、資訊、與消費經濟的轉變，中產階級就業、所得、支出、與工作和休憩的重組，公共與私人領域衝突的白熱化，多元文化，以及即刻滿足、幻想、新奇、享樂、遊戲、消費與富足的生活。對於現代政治也有不滿，包括類似性、顧客的忠誠、可預測性、官僚組織、權威。取代的是，後現代社會性強調差異性、解除結盟、重新結盟、不可預測性、自由、解除合法性(delegimization)、不信任、權力、與自發性。有一種回復魅力(charisma)、意識形態、與言辭，以及媒體權力成長的趨勢。Bogason(2000：20-22)進一步提出後現代社會分割性的三個特徵特徵如下。

1、  個人主義(individualism)

個人主義的獲益要大大的歸功於現代社會，因為現代社會強調提升個人所得水準，減少對家庭的依賴，才有福利救濟制度的確立，福利國對於窮人的補助，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前是不可思議的。在社會安全制度之下，個人的選擇不再侷限於以自己的勞力或是從家庭獲得生存所需。此外，後現代社會個人的定義與現代社會的個人有所不同，第一，性別的差距因為婦女個人事業的成功，教育的普及，以及婦女婚後仍留在工作崗位，男女地位己無差距。第二，現代社會階級的劃分已成為過去式，因為白領與藍領已無清楚的界線，傳統自己開店的小生意人縮減了，許多國家商會會員人數減少，傳統政黨黨員也減少了，左右的意識形態差異也模糊了，政治的言辭漸漸集中於人格的重要性，甚少強調政治的鴻圖大略，進而，許多政治決策真正的在複雜的組織互動中決定，尤其利益團體與公共官僚在精緻的網絡中持續不斷的溝通。因此，個人不願意回到政黨或商會去尋求一般性的協助，而各自依自己的情況運用適當的管道。

個人主義的發展，一方面促使反對運動成熟為社會運動，推動社會改革。另一方面，個人主義是趨向市場的解決，不再依賴政府提供標準化服務的動力。既然個人崇尚自由、尊重異質性，自然不期望由政府提供通盤的服務與生產，而由私有市場接替政府的服務，個人依照所接受的服務付費。公共組織必須因應分殊性的需求，參與準市場的競爭，績效不佳的組織必然衰微或終結，抵用券(voucher)即為一例，個人以抵用券給付某種服務，提供服務者即可以抵用券向財政機構換取貨幣。

2、 全球化(globalization)、國際化(internationalization)與網絡社會的興起

(1) 全球化

全球化意味著國際交換，尤其是經濟交換的急速成長。全球化為個人主義發展的結果，私有市場接替政府的服務，打破國家主權，權威向國際社會移動。Giddens(1990：64)認為「社會」作為社會學的研究對象，指涉的是一種有界限的體系（bounded system），此種分析體系的秩序觀已然窮盡無用，故以「時空延伸」（time-space distanciation）的架構替代之，而這正孕育「地球村」（Global Village）的觀念。全球化可被界定為連結遠處地方的世界性社會關係的增強，而地方事件就此受到遠地發生事件的型塑，反之亦然。全球化概念指涉一種過程，在相當程度地去除時空的界限（即世界壓縮）下，將無形的全球意識或有形的政經等事務排序予以重整，指向世界趨於一體的互賴脈絡。而該脈絡所引起的基本作用不僅侷限在單一領域，還同時滲透到政治、經濟、文化等範疇，使全球（世界）性事務的起因、過程與影響更加複雜和多元，更加不受傳統「社會」概念界域的約束，而從「全球」角度重新思考(史美強、廖興中,2001)。雖然全球化開始於政府決策制定者對關稅、資本流動的鬆綁，貨物流動速度漸漸快速，以及貨物交易成本減低之後，政府就不得不對稅制、管制、與投資、就業環境的政策加以思考，至少，在理論上，政府的徵稅與管制如果高過其他國家，則投資與就業市場將落後於他國。

(2) 國際化

國際化意味著政策決定由國際組織制定，例如歐盟(EU)，聯合國(UN)、世界貿易組織(WTO)、國際貨幣基金會(IMF)，或者是各國政府首腦討論與交易的結果。近年來，反對全球化的人士在世界貿易組織召開的城市例如西雅圖、華府表達強烈的抗議，但是全球化、國際化的趨勢勢不可檔。

(3) 網絡社會的崛起

由於全球化、國際化的趨勢，現有的制度在全球化世界及其逐漸成長的社會經濟整合上是個裝備不良的安排型式。一個強化的國際化政策，例如全球環境政策的治理，需要更大的協調與透明性，以及廣大的參與者，

當公共政策漸漸受到全球發展的影響，正式的公共政策制定制度，諸如國家的立法機關、政府機構、以及多邊組織，就變得難以取得或運用公共政策有效規劃所需的重要資訊。為了達到政策效能的目的，容納更廣泛的利害關係者是重要的，參與者因此成為強化全球化政策治理的重要特質，例如全球環境政策的利害關係人就含蓋來自廣泛的地理以及部門的參與者。

在此情況下，現有的參與機制顯然不足，必須要有創造性的制度安排，來連結政府、國際組織、公民社會、與公司參與者，虛擬的網絡社會應運而生，全球環境網絡社會即為一例，全球環境網絡社會運用網路(internet)成功的促進環保議題到達全球的規模。

由於資訊科技的發達，網路正在快速的修正人類的生產、消費、溝通、生活、文化及權力的過程。人類社會網路化，資訊即時取得，與空間的鑲嵌，徹底翻轉傳統以線性時間及固定空間為基礎的社會運作邏輯。網絡社會有兩股力量，一為規模擴張，一為規模縮減相激相盪，在社會架構上，個人日漸加入多元異質的社會網絡中，「擴張了」個人外部活動的領域；另一方面，個人內部的家庭活動領域卻相對「收縮」，造就了網絡社會(史美強、蔡武軒, 2000：43)。

3、 組織的分離(organizational segregation)

組織的分離包括平行的分離(horizonal segmentation)以及權力的分化(centralization)，平行的分離乃國家的官職專業化，不僅需要設置新的職位，而且新的利益代表參與行政以及諮詢會議或委員會。即使由內閣大臣或部會首長正式負責行政，分離複雜的組織互動形態，也不允許政治領導以命令的方式整合，而是以不斷的諮商達成協調。

第二個組織的分離的概念是權力的分化，現代社會的生產是大規模的大工廠、大資本形態，在公共領域上由國家以勞力分工的方式組織公共行動。後現代社會的情勢雖然仍是大規模的大量生產，但是以新形態的外包(contractor)與次級外包的複雜網絡方式生產。在公共領域上，儘量使服務接近使用者，儘量適應使用者或顧客的需求，複雜的公共與準公共組織逐漸增加。這種情勢意味著傳遞服務的公權力分化於地方政府、各種參與者的手中。也意味著新形式的組織、更多形態的組織在複雜的市場關係或外包關係網絡中互動，現代組織為可辨識界限的實體概念被跨越正式組織的互動網絡所取代，政府的責任轉移到多元的參與者。管理也變成一種複雜的事務，網絡的參與者不能像傳統管理的部屬被動的接受上司傳達的資訊與命令，必須隨時保持網絡發展的資訊。

三、公共行政管理角色的變遷

後現代社會強烈個人主義以及全球化、國際化的結果，使得國家的集合行為產生很大的變化，國家地緣界限逐漸消失，政府權威性價值分配的權力日益萎縮。政府依賴公司、非營利組織或政府部門，協同參與公共服務的生產，政府將政策的執行交付給有生產能力的「第三黨政府」(third-party government)。

Salamon (1989:7-13) 認為由於第三黨政府的出現，傳統公共行政制度的管理模式應是最後的考慮。第三黨政府並非聯邦機關、也不是公共機關，但它分享經營聯邦計畫中權威。聯邦管理者最好不試圖完全的控制，管理的焦點應放在政策工具上，政策的工具例如民營化、一般補助金、計畫補助金、直接的服務、利率補貼等。政策工具對計畫效能、效率、行政可行性、政治支持與平等有很大影響，政策工具後果的償付(tradeoff)才是公共組織設計的關鍵抉擇，也是公共組織能否適應變遷、限制或強化管理能力的取決點。

Salamon的觀點並不意味著行政管理制度的排除，行政管理制度亦影響組織管理能力，只是管理體系不再僅是單純的傳統管理，管理系統蛻變成協調的、安排政策工具的角色，例如美國愈來愈多的地方公共服務以承包契約方式脫離聯邦人事管理範疇，將來愈多實際決定公共服務的決定權將讓渡其他組織。貫徹層級控制體系的一條鞭管理系統，有些必須授權執行機搆，有些由國會決定，聯邦組織管理鎖鏈漸失去行政指揮、監督權。此外，重要的管理系統包括預算、人事、採購、管制程序以及資訊系統等，也深受國會與行政部門的政策決定所影響。國會制定政府的採購、人事、與預算政策，因為傳統官僚的僵化、不能適應動態變遷中政治與社會環境的活躍能力，於是混血組織(hybrid organization)—政府公司、政府贊助企業於焉產生，以逃避政府管理政策的僵化，達成私有組織特有的效率目標。混血組織明顯或隱含政府的出資，但都不在政府的管制與監督程序之下，Salamon認為公共組織與管理系統多元化不見得是壞事，可以提供決策者衡量組織之間能力的省思，傳統公共組織的管理設計以穩定為考量，藉由漸增的規章、規則加強人事、預算、採購等控制程序。後現代社會全球經濟競爭激烈，除非管理系統變遷，否則公共組織將是公共政策網絡上的一個脆弱聯結，也因此決策者必須允許政策工具的選擇以利於管理者管理其組織的關係。政府僅保留協調、監督與評估契約的整合功能，國家主要的任務是在安排政策網絡的運作，而非實現傳統科層體系政府的任務，統治是透過多元化的政策工具執行任務，這些工具包括民營化、準市場等，國家是以外包網絡作傳遞服務的工具，Rhodes(1997)稱這種國家權力的萎縮為國家核心權力空洞化(hollow-out state)。

國家核心權力空洞化挑戰國家的主權與政府統治的能力，使政府愈來愈缺乏治理社會與管理經濟的能力。過去十年來，解除管制與民營化的思潮瀰漫全世界，深化並主導國家概念的變遷。政治與行政二分法漸漸難以適用，公共政策的規劃不是由上而下，部長、甚至是內閣總理不能壟斷決策制定，決策制定的策略是由多元體系的政府機關以及政策網絡等輸入。換言之，個人主義、全球化產生了建構目的、責任、以及國家合法性的新途徑(Choen, 2001：7)，重組了國家權力與主權的本質(謝俊義，2002：63)。

從公共行政的發展歷史看來，七十年代之前，政府在政治或經濟皆扮演著相當吃重的角色，故採用「大有為政府」的治理結構來主導國家與社會的發展。八○年代之後，在管理主義的影響下，改採「小而美政府」的治理結構，大量引進市場機制與私人管理策略進入公部門，社會的自主權大幅提昇，在公共管理或新泰勒主義(neo-Taylorism)之所以冠上「新」的標韱，而稱為新管理主義。唯新管理主義的運作性仍植根於單元核心理論(monocentric theory)，例如組織任務、國家目標、目標取向行為、工具性，仍脫離不了管制的色彩。故而進入九十年代的網絡時代（the age of network）（Lipnack & Stamps, 1994），學者認為應該針對社會公平之人文價值重新思考，而主張政府行動力與公平正義角色的維護，但仍然必須揮別管制性的角色，因而倡導所謂「治理」（governance）的概念(史美強、廖興中，2001)。

治理的概念來自於英國國際發展部(Department of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運用「好的政府」(good government)的標題界定統治的三個內涵，亦即，(1)合法性：政府的統治必須得到被治者的同意，在多元民主的國家，公民被賦與同意與反對的權力；(2)責任性：政府官員與政治人物對於決策與公共資源的運用必須要有明確的答案，與透明的機制；(3)技能性：必須具備執行正確公共政策，與提供有效公共服務的能力。聯合國發展組織(UN Development)肯定「好的政府」標題下的內涵，並且加上兩項特點，亦即，(1)並不堅持多元政治、政黨政治取向的系統才是好的政府必要條件，不同的政治制度可能以不同的方式整合效率與責任；(2)治理系統可以依據不同社經與政治關係所構成的文化價值而形成，故而對於參與者、個人、秩序與權威都可以根據不同的文化價值而賦予不同的權值(丘昌泰,2000：12)。學者Frederickson（1997）便認為當今公共行政是處於垂直與水平相互交錯的網絡環境之中，包含了公部門、私部門及準公部門，而公民（citizens）擁有許多參與網絡的管道。於是，國家與社會間原有的平衡關係已經轉變，此種新的互動關係代表著公、私部門對於責任與任務的分享與合作，而此種公私協同性的新互動形式稱之為「治理」（Kooiman, 1993: 1-2）。治理的途徑乃以非政府組織為主體的新多邊主義取代以傳統政府為主體的多邊主義，換言之，以政府為核心的統治(governing)轉變為以多元行動者為核心的治理(governance)。
第三節  公共行政典範的變遷與移轉

典範是一種思考途徑，在進入二十一世紀的今天，網絡成為近年來各學科領域內的流行名詞，生物學家概念化生活環境為網絡系統，電腦科學家以自我組織與自我學習能力發展神經原網絡概念，網絡被當作是一種新形態的社會組織。在新制度理論(neo-institutional analysis)以及新公共管理主義浪潮的影響之下，政策網絡(policy networks)的分析反應當代公共行政全球化的同質性與分權化的需求，在當代的社會科學研究中，傳統效率的官僚組織已經不是政策執行唯一的組織分析單位。後現代社會許多國家思考政府新治理(new governance)結構的過程中，政策網絡廣獲先進工業國家青睞，被視為是跳脫傳統官僚及市場機制兩種治理結構的另類「政治制度」(political institution)，政策網絡成為公共政策執行的要素，且有取代政策分析、新公共管理、新制度主義的趨勢，同時也架構了一九七Ｏ年代與一九九Ｏ年代公共行政理論發展的橋樑。
政策網絡具有多元、分割、多元中心、相互依賴、相互調整、以及需要建立共識、合作與互動的特性。政策網絡介於政府與市場之間，或者介於政府與非政府的公共部門之間？是一種新混合體的公共生活集體組織？它是一個新的、後現代的組織制度，這個後現代社會結構能不能取代，或者補足傳統市場機制與政府官僚組織，而成為後現代公共行政的規範性科學，這個答案必須從行政發展的歷史來了解。

1、 公共行政發展的回顧

1、公共行政的所在(locus)
一九七○年代是公共行政發展的分水嶺，一九七○年代以前，公共行政的三個世界—公共管理、公共政策、公共治理，是互相兢爭的途徑。V. Ostrom(1973)在「美國公共的知識危機」(Intellectual Crisis in American Public Administration)一書中以威爾遜的觀點(Wilsonian point)、賽蒙的挑戰(Simon’s challenge)、民主的行政(Democratic administration)重新建構這三個公共行政世界。Allison(1971)以理性參與者的模式、組織過程的模式、政府政治的模式描繪這三個世界。這三個公共行政世界所包括的學派如圖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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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1：V. Ostrom對公共行政發展的分析
資料來源：Peter Bogason and Theo A.J. Toonen. (1998) Introduction: Networks in Public Administration. Public Administration. 76, Summer: 211.
2、公共行政的焦點(focus)
公共行政的研究，除了上述三個世界的研究所在之外，還要探討研究的焦點。V. Ostrom提出公共行政的行為的焦點分為：(1)作業的選擇(operational choice)、(2)集體的選擇(collective choice)、(3)憲政的選擇(constitutional choice)(Ostrom, 1982:179-222)。
(1) 作業的選擇：乃日常行為的世界以及按照法律與制度所為的決策，但是通常意指法律、規章與政策適用於特定的事物與問題，決策者，包括行政領導者、文官、官僚與行政機構在既定環境下多可為巨人。
(2) 集體的行為：指聯合的決定政策問題與法律，規章、計畫、集體的策略建構行為與決定，可以強制實施於非順服者。
(3) 憲政的世界：指集體與聯合的決策制定過程決定作業與集體選擇所依據的法規，憲政的選擇決定如何採取集體行為與從事聯合決策制定。
3、公共行政理論的發展：
就上層理論架構觀之，上述威爾遜的觀點(Wilsonian point)、賽蒙的挑戰(Simon’s challenge)、民主的行政(Democratic administration)三個公共行政世界，吸收了組織結構、組織之間、與制度三層次的分析，V. Ostrom因而將一九八○年代之前的公共行政途徑歸納為古典、決策制定、與制度分析途徑。這些公共行政世界的所在分述如下：
(1) 古典的途徑：古典的途徑的焦點在正式結構，制度與組織問題，例如政府行動的憲政規則。此途徑通常被稱為正式組織途徑，代表的學派包括二十世紀初期的科學管理學派、行政管理學派、與官僚組織理論。
(2) 決策制定理論：賽蒙以組織途徑處理組織結構內的合作(集體選擇)問題。此途徑稱為新組織理論，將行政的概念從組織擴展到政策與決策制訂。手段與目的的分析、成本與效益的分析、與政策輸出的分析成為政府治理的要素。此途徑的代表學派包括一九四○年代到一九六○年代的Barnard與Simon的合作決策制定、人群關係學派、與參與管理。
(3) 制度分析：Ostrom認為新政治經濟的民主行政象徵，也是政治系統或人性主義的系統途徑，將人們及其網絡、政治與政治權力爭鬥、執行活動、與草根政府(地方政府)，帶進行政分析的世界。代表的學派包括新公共行政、府際理論、政策執行學派與公共選擇理論。
一九七○年代的政策分析家開始以權威的來源取代政府組織處理目標，測量與評估民主政治過程是否達成政策目標，建構目標樹、價值體系、與方法是治理之要素。但是政策分析家發現理性目標與政策執行差距的執行缺失，執行過程分析的焦點不在組織結構，而關心府際關係、執行結構、執行網絡、與公共服務工業。政策執行網絡的勾勒可以是由後向前衝(Backwards)，或是由上而向下(forwards) (Elmore,1985)，政府只是許多網絡行動者之一而已。
府際分析隱含強調公共事務執行的組織邊界，一九七○年代的政治系統理論假定公共政策與行政、官僚的決策制定有明顯的分割性，可見政策取向的途徑尚未邁入政策網絡分析。一九七○年代美國與歐洲的政策分析類型具有明顯的制度化理性分析色彩。

2、 新管理主義(neo-manageralism)、新制度主義(neo-institutionalism)的出現

其實V. Ostrom(1973)對一八八○年到一九七○年代中葉公共行政發展的分析，主要在隱喻一九七○年代公共行政遭遇知識危機，各國普遍面臨財政困難以及行政能力的無力感。他的書常被引用及評論，作為將新政治經濟觀點的公共選擇理論(public choice theory)帶進公共行政的引介，後來成為新公共管理運動的前導以及公共行政發展的標竿。V. Ostrom的新典範鼓舞許多後現代的行政概念的開創，例如一九八○年代的多元行動者公共選擇分析(新制度主義)、制度分析、民主憲政理論、網絡分析、企業型政府(entrepreneurial government)，這些概念在一九九○年代匯合，支持政策網絡的典範基楚。
Ostrom的理念思維涵蓋行政制衡的需要性、政府的複雜性、治理的互賴性、與互換性，潛在的傳遞了自我治理(self-governance)、非市場中公民的統合、與非政府形式之集體行動需受重視的訊息，隱含治理活動可以各種方式執行與制度化，集中化的、官僚的形式並非唯一，打破傳統公共行政的思維，有助於一九八○年代新管理主義重返作業與集體選擇的公共行政所在。如果說一九七○年代是公共行政理論的典範移轉年代，則一九八○年代是公共行政實務的移轉年代。
(一)、典範逐步的變遷與分離
一九七○年代末期，公共行政的發展更具動態性，三個政府行為途徑的研究開始趨向分裂的分析(disaggregated analysis)。三個政府行為的世界中的轉變如下：
1、古典的途徑處理理性組織的憲政問題，納入組織內部集體選擇與作業世界的假定。
2、賽蒙的組織行為途徑，從組織決策行為的研究出發，但隨後發展為公共政策的研究，研究的焦點已不侷限於組織手段與目的的關係，從基層官僚的作業政策延伸到國家的政策；公共政策研究的主題不同於傳統途徑的組織焦點，使理性組織的分析在一九六○年代與一九七○年代轉移為理性與周全政策分析(synoptical policy analysis)。新的途徑產生新的主題，新的途徑並未取代舊的途徑，只是修改傳統途徑的分析，基本上仍屬於單元核心(monocentric)的分析(Toonen,1998：240)。一九七○年代中期執行研究隨之成為焦點，由上而下執行分析(top-down implementation analysis)的理論假定奠基在新的系統理論假定上。
一九七○年代中期以後公共行政典範發展的過程中，新的途徑不斷出現，調整研究主題，豐富化與現代化典範的發展，但運作上的假定仍舊一樣，由下而上的執行分析(bottom-up implementation nalysis)挑戰由上而下的假定，但其分析仍在科層體系的架構之內，只不過從體系的另一端點出發，而且兼採共同製造(co-production)的觀念罷了。
(二)、新管理主義的重現
一九三○年代傳統企業管理的研究已兼具憲政與制度的所在，一九六○年代與一九七○年代採用集體選擇的層次分析預算、人事政策、行政過程、技術、組織發展、以及計畫規劃。到一九八○年代，西方工業國家由於公共行政擴張，行政效率卻相對低落，政府預算赤字節節高升，因而引進企業精神的管理。

1、 新公共管理運動

一九八○年代英國的新右派發動新公共管理運動(NPM)，要求機關組織部門化、管理走向統合(corporate)、政策執行奠基於外包(contract)或準外包(quasi-contracting out)、市場取向或分權化，使得政府的行政管理產生轉移，雖然這股潮流被賦與不同的名稱，例如新右派、管理主義、企業型政府、市場取向的公共行政，但是統稱為新公共管理(Hood, 1991)。其具有三種基本要素：(1)根源於管理主義或新泰勒主義(Neo-Taylorism)的觀念；(2)師法企業部門的管理實務和技術；(3) 新公共管理是一種手段，企圖將官僚的、權威式的管理風格轉換成有效率的、回應性的、以及顧客導向的新治理典範(孫本初，2001：19-20)。歐洲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the 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應用新公共管理於實際，將行政當作服務，在其出版的的報告中有下列結論：
(1) 行政問題的根源：民眾需要更多反應的政府，行政的問題在於未能反應民眾的需求。
(2) 政策設計：政策與計畫的設計影響行政反應的能力，尤其應注意政策工具的選擇與行政工作的明確化。
(3) 適當的制度安排：無論中央或地方公共服務所需的制度安排必須考慮行政的反應。
(4) 服務遞送的組織：負責執行的單位的行政回應，視人事管理、組織、控制程序與溝通的均衡而定。
(5) 加強行政的反應：組織與個人的行為大都取決於監督與誘因，績效的測量應考量行政反應程度。(Parsons,1995:460)
2、企業型政府的再造

一九九○年代政府經營的潮流邁向企業精神的趨向，政府結合私有組織、非營利與營利組織共同合作傳遞公共服務，一九九四年柯林頓與高爾(Clinton-Gore)引用企業的精神(entrepreneurial spirit)原則再造小而美的聯邦政府。

企業型政府的特性如下：
(1) 催化作用的政府：政府是航行的舵手而不是划船者
古希臘文政府之意即為領航(to steer)，政府工作的設計要回歸領航的方向，而不是作為一個划船者；作業的角色是划船者，政府不是很好的划船手(Osborne and Gaebler, 1993:25)。因此要將政府定位在供給服務的策略方向，而不是所有的事情都由政府自己作，政府的角色是供給、授權、動員與強化他人能力，政府監督公、私機構對公共政策的執行，並且加以評估其績效。
(2) 強化社區的參與能力而不是服務： 公共服務的所有權與控制權從官僚與專業人員之手轉向社區
政府與社區一起或透過社區而工作，使公民能掌控自己的環境而不必依賴官僚與專業人員。改善政府品質的最佳方法是由公民決定誰運用服務，並在若干不同的提供服務的競爭者之間作選擇，如果公共服務由政府壟斷，則公民無從選擇，就不能迎合社區的需耍，因而有必要推動社區參與以為補救，例如低所得房屋發展計畫可由社區發展公司、承租人合作社等組織共同攜手合作。(Osborne and Gaebler, 1993: 53)

(3) 鼓勵競爭而非壟斷：將競爭注入公共服務的傳送脈胳
競爭是診治官僚壟斷的針劑，藉由市場的檢驗，防止公共組織浪費、腐敗、無效率的弊病，進而改善公共服務的品質。競爭的方式可為公共組織與私有組織的競爭、私有組織對私有組織的競爭、公共組織與公共組織的競爭。競爭雖不能解決所有的問題，但是可以鼓勵創意，降低成本，迅速反應變遷的需求，是消除公共組織嚴重僵化弊病的鎖鑰。(Osborne and Gaebler,19993: 79)

(4) 任務驅策的政府，不是規則驅動的政府： 轉變法規驅動的方針
大多數的公共組織並非由任務所驅動，而是由法規以及預算所驅動，各部門官僚的行為受科層體系上的權威及法規所約束及指導，法規像樹脂般黏結各部門的行動，這樣命令式的官僚體制在急速變遷環境中產生的是目標移置的反功能作用。企業精神的政府以清楚明確的組織目標拋棄舊有的法規包袱，界定基本的任務，然後發展預算(例如零基預算的運用)，使組織人員免於無止盡的法規，主動追求任務，預算與人事制度的更大彈性增進組織效能。(Osborne and Gaebler, 1993:110)

(5) 結果取向而不是輸入取向的政府：追蹤後果，免除官樣文章
官僚的政府往往只重輸入不計成果，教育經費的投注只看學生人數，不問學生的學習成果；只知編列社會福利經費，不知多少人脫離貧窮找到穩定的工作；只問投入多少警力而不問犯罪率是否降低；結果，學童學習成效依然低落，福利經費不斷膨脹，窮困家庭依舊未脫離貧窮，犯罪率持續上升。
企業精神的政府企求改變酬賞與誘因，因為公共組織官僚知道他們的預算根據輸入，不測量結果，最後的檢測是下一次選舉，所以不需要力求績效，只有選舉失敗他們才會離開政府，選舉的關鍵是選民與利益團體的支持，不是決定於他們的服務績效。私有組織重視結果，因為他們知道一旦績效不彰，將遠離該行業。今朝已非昔日，今日的公民拒絕繳高額稅款支付低品質的服務，所以，責任、績效與結果開始敲響政府機關的長廊，預算的削減依據結果，預算削掉的是肥肉而不是瘦肉，酬賞成功不是酬賞失敗。(Osborne and Gaebler,1993: 139)

(6) 顧客驅動的政府：迎合顧客的需要不是官僚組織的需要
民主政府的存在是要服務公民，企業的存在是要賺取利潤，所以企業以顧客為至上，但是政府卻還是個顧客盲，其原因在於企業從顧客身上賺錢，顧客滿足則售貨量增加；反之，則銷售量下滑，企業在競爭的環境下學習到對客戶的關心。公共組織大多從立法機關獲得基金，他們的客戶多是固定的，甚少遷移，沒有選擇服務的空間，所以公共組織管理者學習到忽視，公共經理重視的客戶是行政長官與立法機關，民選首長是受選區選民以及利益團體所驅動的，這也就是為何政府機關迎合利益團體的原因。
政府假設公民忙碌於日常生活無遐顧及低落的服務品質，例如換領汽車牌照大排長龍，毫無選擇的子女就學環境。其實，公民巳不再消極被動，父毋關心學童教育、環境保護、便民措施等公共政策。再者，由於知識與資訊的進步，同質化的中產階級社會亦轉型為多元文化的社會，公民的需求形形色色，傳統政府一貫的同一商標的服務已不能滿足公民的需求。
企業精神的政府為因應巨大的社會衝擊，開始自我轉型，經由顧客調查、焦點團體以及其他研究方法，仔細聆聽顧客需求，提供教育、休憩設施、甚至警察服務的不同選擇。進而，將客戶放在驅動的席位，學習企業的財務經營，與企業相競爭，向客戶負責，讓客戶選擇他們更佳的服務。(Osborne and Gaebler,1993: 169)

(7) 企業化的政府：賺錢而不是花錢
政府的預算制度訓練了花錢的公務員，甚少訓練賺錢的公務人員，大部分的公務人員除了在預算短缺時，甚少思考財政以及稅收問題，他們相信只要作好交辦事項，民眾就會感激。其實政府是有創造力的但是不去思考而已，例如一九八四年蒙特婁奧運，加國至今仍負債一億美元，但洛城奧運卻沒花選民一毛錢。所以利潤的動機應轉移到政府，企業精神的政府就是投資的觀點，投資就像企業關心的是花錢與賺錢的平砝砭碼，花多少錢不是重點，只要花的錢能擴大回收。政府的缺點是只看花錢，不看回收。(Osborne and Gaebler,1993: 205)

(8) 遠見的政府：預防而不是事後治療
傳統官僚組織的工作多是在對抗問題，例如以更多警力處理犯罪問題，以更多的衛生醫療處理疾病問題，購置更多的消防車來防火。現代政府的工作應是防治而不是治療，像舖設衛生下水道以防治疫癘，制定建築物法規以防治火災，檢驗食品以防止疾病。但是，卻由於專業技術的發展而轉移了防治的焦點，當消防部門專業化之後，發展滅火技術而非防治；警政專業化之後，致力於破案而非協助社區預防犯罪；環保當局深知預防的優先性，而花大錢於掃除污染。今日的文化等同未來盲，政府耗費巨資處理問題，而沒有導航系統，使政府負債累累。有未來觀的政府就不一樣，有遠見的政府花費一英兩的防治，而省卻一英鎊的治療經費。在政治的大環境之下，利益團體不斷向公共領導者施加壓力制定短程決策，未來觀的政府應改變驅動領導者的誘因，發展預算制度使公共組織著眼於十年的長程計畫。(Osbrone and Gaebler, 1993: 222)

(9) 分權化的政府：從層級節制體系轉移為參與及團隊工作
往昔資訊技術未開發、溝通過程遲緩、公務人員教育程度低，集中化的組織設計不可或缺。今日資訊毫無限制，溝通無遠弗屆，公務人員教育程度普遍提高，企業精神的領導者尋求的是分權化的途徑，藉由扁平化科層體系與授權，將決策分權於顧客、社區、與非政府的組織。(Osborne and Gaebler,1993: 251-252)

(10) 市場取向的政府：藉由市場的槓桿作用解決問題而不是以創造公共計畫作  為解決問題的手段
面臨問題時行政機關總是本能的以行政計畫來解決，但想想今日政府面臨的挑戰：衛生醫療體系的危機、前所未有的環境威脅、全球經濟帶來的教育與終身的職業訓練、家庭結構改變帶來的兒童照顧問題，以今日的財政與政治環境，政府實無能力徵收更多的稅收，花更多的錢解決這些問題。此意味著政府無選擇的勢必尋求非集中化的途徑，考慮建構市場的巨大槓捍原理，使千百萬的商人與私人有誘因參與衛生醫僚、兒童養護、工作訓練與環境保護的工作。(Osborne and Gaebler, 1993: 282)
3、新公共行政的典範

無論是新公共管理運動、OECD的公共管理改革報告、或是柯林頓與高爾(Clinton-Gore)的再造政府(reinventing government)運動 (Osborne與Gabler,1993)，這些運動的主題、口號、與原則，V. Ostrom皆認為是新公共行政典範，質言之，新公共行政的途徑的如下：
(1) 企業精神的政府的途徑；
(2) 公共管理的品質與績效途徑；
(3) 強調改善公共服務傳送送與功能的回應力；
(4) 公共需要、公共服務的提供、與公共服務的生產功能應有制度上的區分；
(5) 由內包管理或外包連結需求與供給的單位；
(6) 放鬆管制(deregulation)、民營化(privatization)、與市場化(marketization)的政府型態，以及社會組織與自我治理組織型態的政府，例如里鄰政府(neighborhood government)、共同匯集治理(common pool government)、地方社區。(Toonen,1998：233)
Hood(1991)特別將新公共行政(或稱新公共管理)的要點歸納如下：

(1) 專業管理公部門，亦即讓公經理人管理並承擔責任；

(2) 目標必須明確，績效必須能夠被加以考慮；

(3) 特別強調產出控制(out control)，亦即重視實際的成果甚於程序；

(4) 打破公部門中的本位主義，破除單位與單位之間的藩籬，建構網絡型組織；

(5) 引進市市場機制、降低施政成本及提高服務品質；

(6) 強調運用私部門的管理風格；

(7) 強調資源的有效運用。(孫本初，2001：20)

新公共管理或稱新管理主義、新泰勒主義(neo-Taylorism)之所以冠上「新」的標韱，是因為新公共管理分析的主題不同於V. Ostrom的傳統「制度分析」主題。Woodrow Wilson謂公共行政是政府之事，以別於非正式的管理，正式組織與憲政的政府層面是關注的所在。V. Ostrom著墨於民主的問題，例如共識的建立、合法性、自我管制網絡，並未觸及政府如何像企業一般經營的問題。但新管理主義的分析跨越正式的、憲政層次的，包括正式與非正式的政府行為，以及基層人員(street-level)的白主以及服務的傳遞。
相同的是，新管理主義的運作性仍植根於單元核心理論(monocentric theory)，例如組織任務、國家目標、目標取向行為、工具性，這些都是屬於，與Ostrom的研究同屬於治理層次分裂分析(disaggregate analysis)。換言之，新管理主義的運作的焦點放在作業選擇的層次上，而在分析的所在上，許多Ostrom的民主行政觀點受到新管理主義所採用，只不過換上不同的假定罷了。

 (三)、新制度主義(neo-institutionalism)的重現
一九九○年代新制度主義或稱新古典主義重新詮釋公共行政的規範性信條，重新發展它的民主面貌，強調公共行政規範的基礎、機構的觀點、以及公共組織的實體與憲政規範的連結；但是在分割性漸強的社會中，以組織之間的場域運作。新制度主義認為行政人員嚴守憲政規範，不可能僅在封閉的組織運作，行政人員必須在複雜的公共機構之間、公部門與私人組織以及合作型態的公民互動下，扮演多元角色。他的角色重要性是如何在憲政規範底限下的交易過程中，平衡競爭的價值。在歐洲，行政倫理成為主要探討的主題(Rhodes,1997)，治理被當作上層理論(meta-theory)來探討。新制度主義雖然延續組織的觀點，但抓住行動者在網絡內部以及在網絡之間運作的觀點。

新制度主義區分為歷史制度論、理性選擇與社會學途徑。歷史制度論以規範性制度為研究所在；理性選擇途徑以管制面的制度為研究重心；社會學途經則偏重制度的認知面(Immergut, E. M.,1998).。

歷史制度論強調自我利益個人的偏好、資源為權力的競價交換過程，其理論的重心在於制度的權力與團體的策略，反對將個人、社會、心理、或文化的特質視為驅動系統的運作參數。

理性選擇途徑在政治學稱為公共選擇理論(public choice theory)，公共選擇理論從市場失靈的觀點（market failure）主張公共與私人組織結合的組織設計。Niskanen(1975)，Breton(1974) 與Buchanan (1978)等人對於多元政治制度之下公共預算的澎脹多所批評，在自我利益的動機之下，政黨與候選人在選舉期間迫於政黨競爭的邏輯而競相開支票以獲取選票，一旦執政，則以政治成本與利益的分析作為公共政策制定的準繩，以便贏得下次的選舉。政客們規劃其政策立場以期勝選；而非藉由勝選以規劃政策，因此，每一個政黨與候選人尋求吸引最多選票的政策立場，以致浮濫的公共建設不斷增加，最有名的當推1986年美國的肉桶立法(pork -barrel legislation)。公共選擇論者更關心的是很多公共建設提供準公共財(quasi-public goods)的服務，其服務只有少數人享受而成本卻由全民負擔，高層政府官員無暇對政策作評估，對他們而言。重要的是吸引利益團體的支持，即使事後發現並無價值或並不可行，只要利益團體與長官的支持，仍可繼續政治生涯。在政策專家與利益團體組成的功能權(functional power)的支配之下，多數的利益經常被否定，官僚機構儼然無法控制(Lowi,1979)。官僚機構官僚行為更加深此一過程的扭曲，公務人員在決策過程中自我利益的抉擇壟斷成本利益的資訊，官僚追求持續的預算成長，以便增加員額以利日後升遷，這就是所謂的管理主義(managerialism)。官僚組織傳統上以擴大預算為目標，所以經常過度的供給輸出；而且所編製的預算多為社會上最佳服務水準的兩倍。因此，公共選擇理論主張公共服務應開放私人公司競爭。
公共選擇理論作為公共組織設計的基礎仍有其限制：
(1) 它不能提供廣博性的組織理論架構：雖然某些次級政府活動，例如垃圾廢棄物之處理可以視為公共財的應用，但是治安巡邏或民權就不能當作工業予以經營。
(2) 公共選擇理論的自我利益假定的不完全：Kelman (1987:80)認為此假定忽略人性的善良面在政策過程中理想會戰勝自我利益與公共精神的角色，其假定不能描述也不符民主政府的規範。公民的能力、成熟度以及學習過程可以促進民眾與行政人員的政治教育。
(3) 公共選擇論主張司法的民主(juridical democracy)以代替主從機構(principal-agent)的分析觀點。就主從分析觀點言，立法機關是主要的決策者，行政官僚是忠實執行的角色，但是因為資訊不對稱的問題(information asymmetry problem)，官僚機構比主要的立法者擁有較多的行動資訊，因此立法機關授予大量的正式或非正式的裁量權，然而裁量權甚少成為解決問題的工具，卻成為人民意志的障礙，公共選擇理論認為必須依賴司法裁決以約束官僚的裁量。公共選擇偏好的司法裁決衝突，與代議制度所強調的制衡(check and balance)原則不符。
(4) 公共選擇論的組織設計模式較適合於地方政府的裁量，並不適合中央層級政府功能的應用。

社會學途徑在探討人類的鑲嵌性(embeddness)與制度的同型主義(institutional isomorphism)問題，從這些問題衍生探討價值、規範、利益、認同感與信念等制度構成要素的角色，藉以指導道德的義務、期望與認知構成要素的行動邏輯，行動不必然是決策的結果，但是社會對角色有期望時，制度就有其規範的作用，透過意義分享，以及賦與個人身份上的意義而建構成制度(謝俊義，2000：11-12)。
新制度主義的途徑並不脫離傳統公共行政所在，只是主題改變而已。古典組織理論強調組織結構、合作、組織的社會型態、以及規範、規則、法治、以及憲政設計。新制度主義相當排斥理性主義
，它解釋制度的安排與理性組織模式不同。新制度主義則認為組織常透過強制性、模仿性、及規範性的機制，謀求符合制度環境的規範，因此強調符號、迷思、儀式、典禮，及其他社會合法性的其它因素－追求自我利益之個人、團體從事競賽、交易的規範規則。

三、典範的匯流：政策網絡的整合
(一) 政策網絡匯合傳統公共行政途經、新制度主義、以及新公共管理
一九八○年代英國學者重新追尋國家理論以及行政論證的根源，找回國家在公共行政的位置時時，新制度主義論者C. Hood(1991)大聲疾呼公共行政帝國已經消失，公共行政的價值依然存在，他提出與公共管理匯流的三個行政價值體系：(1)保持小規模以及目的性；(2)保持誠實與公平；(3)保持強而有力與彈性。這三個價值體系的解釋涵蓋制度經濟學、組織社會學、政治學，不僅適用於公共管理，而且適用於公共行政的三個世界，以及政策網絡或制度安排的分析。故網絡分析實際上是Ostrom觀點、新管理主義與新制度主義匯流而成。圖1-2矩陣中的對角線表示政策網絡途徑整合新制度主義、Ostrom的公共行政世界、與新管理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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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2：公共行政的網絡概念
資料來源：Theo A. J. Toonen. (1998). Network, Management and Institutions: Public Administration As Normal Science. Public Administration. 76, Summer: 249.

一九八○年代以來，網絡分析不僅吸收政策取向分析，而且支配美國與歐洲的公共行政走向。事實上政策網絡分析並無所謂的制度的、管理、政策網絡的區別，如果需要運作性的假定，那就只有Ostrom所謂的單元核心(monocentric)或多元核心的(polycentric)制度、政策網絡與公共管理。核心的政策網絡意味著新制度主義的觀點，正如巴納德與賽蒙的新組織理論修正古典組織理論般是個修正觀點，網絡分析修正賽蒙的觀點、修正決策制定的觀點、修正新公共管理觀點，故只不過是一個修正途徑。
(二) 政策網絡途徑的核心價值
政策網絡是一個制度，為何需要這般的後現代社會結構？因為政策網絡是符合Hood三個行政價值的的設計：強而有力的憲政選擇、整合的集體選擇、以及具有反應能力的作業選擇的。
1、強而有力的憲政設計
憲政體系、政策、與管理系統的設計一方面要強而有力、一方面要靈活，必須能因應傳統規範的挑戰、動態的公民社會、網絡的學習、以及反應的管理系統。
在憲政行為的世界中，最重要的問題就是顧及官僚的責任與系統的靈活性。誠如新公共管理所主張的，要以靈活的企業精神取向設計政府制度以處理社會、經濟或技術上的危機。但是更要確保集體安全與基本的人民權利，以贏取社會對市場取向的信任。
憲政層次靈活的、非壟斷的、競爭的行政假定，將行政焦點擴展於涵蓋社會、政治與經濟結構的企業政府。當然，不是任何的「外包」或「關係」都可視為網絡，網絡是意味著某種互賴係形態的關係或組織，政策網絡是「互賴行動者之間或多或少穩定的社會關係型態，以形成政策問題或政策計畫」(Kickert and Koppenjan, 1997：6-7)。
2、整合集體選擇
網絡分析多從交易與互相交換的觀點分析政策問題。行政的問題不是老生常談的腐敗問題而已，而是如何整合政策或連合的決策制定的問題。賽蒙的決策制定過程觀點已論及單元核心的自我治理，現代自由民主社會的特性為政治多元性、權力的功能性分化、以及專業分工，邁入多元核心治理。政策制定是一個內團體、組織間、府際間的過程。行政分析的價值在於行政國的集體選擇的品質、合法性、開放性、以及民主責任；民主程序在確保系統的整合，也就是平衡政治權力與民主責任。政治的責任、程序正義、以及正當程序為集體選擇的重要課題。反對新公共行政以及政策網絡學者的一個主要觀點，即認為這兩個途徑忽視法制，這種批判顯然是不正確的。
3、反應能力強的作業層次
行政的問題是系統、組織、或網絡在環境限制與機會結構下如何達成既定目標。管理的層次是工具性的，它是人民權利、環境利益、以及經濟目標達成的工具。
管理的作業的層次，假定政策目標與績效已很明確，作業的活動主要是效率與效能的課題。近年來政策執行在既定的倏件下，為達成效率目標，並配合國家資源，時間以及成本是行政效率與效能的測量指標。作業的活動漸漸的追求縮減政府規模、最低限度的管制、減低紛亂、以及避免浪費資源。

� L. Salamon認為公共管理與政策執行的研究，未能了解過去幾十年來政府已廣泛的採用諸如貸款、貸款保證、社會管制、保險、政府公司、稅收誘因、以及各種類型的補助等措施，與第三黨分享政府的權威。第三黨乃包括醫院、大學、州政府、市政府、企業公司等，大大的改變公共管理以及公共行政的實際。參見L. M. Salamon (1981). Rethinking Public Management: Third-Party Government Action. Public Policy, Vol. 29, No. 3.:255-275.


� 新制度主義認為理性決策行為主義者視「機構」僅為個人層次特質的集體，忽咯它對社會系統及社會機構持續性的意義，主張以新的觀點解釋制度的安排是如何的影響、塑造，調和社會的抉擇。參見吳定編著，公共政策辭典，台北：五南圖書公司：頁48。


� 新制度主義涵蓋兩個途徑，一為社會學的制度主義：係依據結構因素的傳統社會學思考方式，強調制度優於利益。一為經濟學的制度主義：係與經濟理論有強烈關連的方法論個人主義途徑，強調社會互動必須考慮社會成本。






